
元明易代之際儒士的政治選擇：
趙汸、朱升、唐桂芳之比較

章 毅
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

引 言

元明易代之際江南士大夫的政治選擇問題長期以來一直吸引著元明史研究者的關
注，他們很早就注意到當時的江南士大夫，「崇重亡元，輕蔑新朝，已成風氣」。1 究
其原因，三個方面的因素頗受學者重視：其一，當時的士大夫深受宋儒理學的影響
而作了片面的發揮，重視君臣之義，而不重夷夏之辨，早已經將異族入主的元朝尊
為正統，而輕視新興的朱元璋力量。2 其二，元代江南士大夫雖然備受族群隔閡的歧
視，在政治上遭到冷遇，但在元朝經濟政策的影響下，生活處境實則比較優裕。3 其

1 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六）（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78年），頁87。
2 吳晗（著）、蘇雙碧（校訂）：《朱元璋傳》（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0年），頁90–91；

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六），頁125；蕭啟慶：〈元明之際的蒙古色目遺民〉，載所
著《內北國而外中國：蒙元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161。相關研究還可
參見張帆：〈《退齋記》與許衡劉因的出處進退——元代儒士境遇心態之一斑〉，《歷史研
究》2005年第3期，頁82。

3 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節錄），載《陳垣史學論著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年），頁180–81；蒙思明：《元代社會階級制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頁
70–92；邵循正：〈元代的文學與社會〉，載《邵循正歷史論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
社，1985年），頁99，103；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六），頁124；蕭啟慶：〈元代
的儒戶：儒士地位演進史上的一章〉，載《元代史新探》（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
年），頁1–58；鄭克晟：〈元末的江南士人與社會〉，《東南文化》1990年第4期，頁2；牟
復禮（Frederick W. Mote）：〈蒙古統治下的中國社會1215–1368年〉，載傅海波（Herbert 
Franke）、崔瑞德（Denis Twitchett）（主編）、史衛民等（譯）：《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907–
1368》（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頁6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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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毅52

三，明初政治環境肅殺，明太祖「一方面求才若渴」，另一方面也強化君主權威，士
人「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的自主權受到抑制。4 總之，三重因素的疊加，造成了元明
之際江南士大夫特殊的仕宦心理和政治選擇。

不過，在這一前提之下，仍頗有細節值得進一步深究。首先，雖然學者也認為
當時的這種士大夫文化具有普遍性，5 但相關的個案研究多集中在浙西（尤集中於
蘇、松兩府）和浙東（尤集中於金華），其他區域的情形嫌不夠清晰。其次，具體到士
大夫群體內部，個人的出處選擇之間顯然頗有差別，並非用一種籠統的趨勢可以完
全概括。再次，士大夫本人的思想觀念往往較受研究者的重視，而其所處的深層社
會背景則仍有待開掘。

本文的研究即從上述問題出發，選擇元明之際徽州路儒士趙汸、朱升和唐桂芳
作為考察重點，通過比較他們的政治選擇，來檢討思想意識和社會身份對他們產生
了怎樣的具體影響。其中，我們可以看到，不僅他們所受理學影響的程度頗為重
要，同時，他們的家族出身和社會背景，尤其是他們或其家族與元朝關係的深淺同
樣不可忽視。

趙 汸

元代徽州路隸屬江浙行省，南宋時期與建康府、廣德軍、寧國府等地並屬江南東
路，元代地方人士仍習稱「江東」或「江左」。元至正十七年（龍鳳三年〔1357〕）秋七
月，朱元璋的力量進入徽州，翌年即穩定地控制了這一區域，使其與集慶、太平、
寧國幾府一同成為最早的「龍興」之地。到明朝正式立國之前，徽州作為朱元璋力量
的實際控制區域已有十年之久（至正十八年／龍鳳四年〔1358〕至吳元年〔1367〕）。在
此期間，地方社會的政治環境發生了劇烈的變化。元末知名儒士趙汸（1319–1369）的
晚年即處於這一時期。

4 蕭啟慶：〈元明之際的蒙古色目遺民〉，頁163。亦可參見余英時：〈明代理學與政治文化
發微〉，載所著《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
頁253–56，262–74。

5 錢穆的研究實則涵蓋面甚廣，所舉例證已頗逾兩浙範圍。美國學者達德斯（John W. 
Dardess）對現存元末明初（1340–1400年）的一百二十八部文集的產生地進行了研究，認
為這些文集基本上產生於江浙、江西兩個行省，在這一範圍內其士大夫文化的政治取向
頗具共性。見 John W. Dardess, Confucianism and Autocracy: Professional Elites in the 
Founding of the Ming Dynast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pp.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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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易代之際儒士的政治選擇 53

趙汸在元末以經學和理學知名，6 少年時先後從學於婺源汪炎昶 7 和九江黃澤，8

二十六歲在江西拜見虞集，即以辨析朱陸異同的文字而大獲讚賞。9 後鄉居休寧東
山，潛心問學，「由是造詣精深，諸經無不通貫，而尤邃於《春秋》」。10 不過，在出
處選擇上，趙汸則刻意與新興的朱明力量保持了距離。元至正十七年，明軍入徽的
主將鄧愈「慕先生名德」，但「禮羅不至」。龍鳳四年趙汸避寓衢州柯山，六年（1360）
轉避於婺源古閬山，「山深寂寥，人事幾絕，潛心著述」。八年春回到休寧東山。之
後又屢辭朝廷徵辟之命，其中包括了修撰《大明集禮》的徵召。洪武二年（1369），
明廷「起山林遺士共修《元史》」，趙汸應召北行，但事竣即還，該年年底卒於家。11

在入明之後，趙汸避地他居達五年之久，與明朝的合作也只限於以「山林遺士」的身
份參修《元史》，其政治態度可見一斑，以致錢穆認為後人將趙汸列入明代儒林之列
並不妥當，而明朝楚藩朱睦楔將他列入元遺民「堅守臣節」者，才是比較恰當的歸
類。12

趙汸的政治選擇當然與他對理學的認識相關。趙汸的理學觀念頗講求實踐，認
為「凡所得於師之指，及文字奧義有未通者，必用向上工夫以求之」，並希望將求得
的「實理」又「反而驗之於己，非有以信其必然不已」。13 趙汸也特重君臣之義。雖然
他在元朝並未入仕，但至正十四年（1354）同鄉名儒鄭玉受命於元廷為翰林待制時，
趙汸對鄭玉的出處問題鄭重地發表過意見，認為鄭玉既不能一受詔即出，也不能受
詔而不出。入仕的態度要積極，名分要端正，但實際的行動則須謹慎，需要考慮到
能否進用的分寸。這樣才能「朝廷」與「士大夫」兩不相負。14

6 關於趙汸的經學和理學問題，參見：吳曉萍、周曉光：〈論新安理學家趙汸的《春秋》學
說〉，《安徽師範大學學報》1998年第4期，頁463–71；周曉光：〈論元末明初新安理學家
趙汸〉，《孔子研究》2000年第2期，頁78–86；葉天賜：〈元代徽州儒學研究：以鄭玉及趙
汸為例〉（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碩士論文，2003年）。

7 趙汸：《東山存稿》，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汪仲
魯：〈東山存稿原序〉，頁一上。

8 同上注，〈附錄〉，詹烜：〈東山趙先生汸行狀〉，頁二上。
9 同上注，卷二〈對問江右六君子策〉，頁二一下至二二上。
10 張廷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二八二〈儒林傳一 • 趙汸〉，頁7226。
11 詹烜：〈東山趙先生汸行狀〉，頁六上。
12 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六），頁83。
13 詹烜：〈東山趙先生汸行狀〉，頁七下。
14 《東山存稿》，卷三〈賀鄭師山先生受詔命書〉，頁四七下至四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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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毅54

但除了理學觀念之外，我們還需要充分考慮到趙汸所處的家庭背景和人際網絡
對其出處選擇的影響。前文所述趙汸和鄭玉頗有交往，不僅因為兩者同為當地理學
名儒的緣故，更因為兩者均處於元代徽州豪強世家的網絡之中，家族之間的交往可
以上溯三代，以至元代初期。

元人干文傳敘述宋元易代之際的徽州史事稱：

昔至元丙子〔1276〕春，丞相伯顏受詔下臨安，惟時宋都統制李銓舉徽州以
降，副統制李世達殺戍將拒守。丞相特分萬戶孛術魯敬一軍，而西破昱關，
以臨徽州。世達敗走閩，所在兵起。萬戶急下令屠歙、休諸縣。於是歙人丘
龍友等，率父老詣軍門言：「亂者世達，非百姓意。請全活之，以廣吊伐之
仁。」萬戶許之。且議徽險遠，宜得其土之賢者分守，庶安集其民人，遂承制
以龍友權知徽州事。前紹興司戶婺源人汪元龍佐之。歙人鄭安權知歙縣事；
前常州教授休寧人陳宜孫知休寧縣事，君〔程隆〕及趙象元佐之；元龍弟元圭
權知婺源縣事；祁門人方貢孫權知祁門縣事，程克柔佐之。蓋兵不血刃，政
不踰時，亂者復業，四境安堵。15

這裏所提到的丘友龍、汪元龍、汪元圭、鄭安、陳宜孫、程隆、趙象元、方貢孫、
程克柔等人，均在元初因為率先與蒙元勢力合作而獲得主政一方的權力。雖然他們
完全不能與元史上所謂的「漢軍世侯」相比，但他們的確能夠將憑藉軍功和吏才而獲
得的權力世襲傳承，保持長久（參見表一）。在這個意義上，他們可謂是元初崛起的
地方新豪強。16 引文中「歙人鄭安」之孫即為鄭玉，而「趙象元」也正是趙汸的祖父，
他們都處於這個網絡之中。從干文傳所寫的這篇〈墓表〉還可看出，他們之間的這種

「通家之義」已經保持了三代之久。該表乃曾任休寧縣尹的干文傳應程隆之孫程峴的
邀請而寫，但干文傳在文中表示，「〔汪〕元龍之孫行諸路金玉府副總管思禮，〔鄭〕
安之孫玉，〔趙〕象元之孫汸」，都曾就此事「各以書申言之」，其中的「通家之義，藹
然可想」。17

15 程敏政：《新安文獻志》，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八五，干文傳：〈進義副尉徽州路
休寧縣尉程君（隆）墓表〉，頁三五下至三六上。引文參考了新點校本，見程敏政：《新安
文獻志》（合肥：黃山書社，2004年），卷八五，頁2083–84。

16 這些人物獲得權力的主要因素是在蒙元征服江南之初與蒙古統治者在軍事、地方治安或
賦稅徵收等方面的合作，而並不依靠自身的學術表現和科舉成功。這一點與後代通常所
說的仕紳有很大分別。

17 干文傳：〈進義副尉徽州路休寧縣尉程君（隆）墓表〉，頁三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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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易代之際儒士的政治選擇 55

表一：元代徽州路豪強家族表

編號 人物 元初仕宦 入仕事由 終官 子嗣及其仕宦

① 鄭天麟 徽州路兵馬鈐轄 輸粟助軍 不詳 鄭孟孫（長子）永盈庫大使、太學生

鄭貴孫（次子）同僉太常院禮儀院事

鄭紹（孫） 從事郎贛州路雩都縣
尹，升任江西湖東道
肅政廉訪司經歷

鄭潛（四世孫） 元泉州路總管

② 洪儒 歙縣尹（未赴任） 迎降 不詳 洪雷轟（子） 當塗縣慈湖鎮巡檢

洪洋（孫） 當塗縣慈湖鎮巡檢

洪斌（曾孫） 官職不詳

③ 鄭昭祖 管庫（庫大使） 呈交圖籍貢賦 江淮等處財
賦都總管府
副總管

鄭淵（長子） 承事郎平江等處財賦
提舉

鄭深（次子） 任官，官職不詳

鄭以文（三子）經營家產

④ 鄭安 歙縣尹 迎降 歙縣尹 鄭千齡（子） 承事郎休寧縣尹

鄭玉（孫） 儒士

⑤ 陳宜孫 休寧縣尹 迎降 通州判官 陳元方（子） 浦城縣丞

陳季方（子） 休寧縣五嶺巡檢

⑥ 趙象元 休寧縣丞 出貲降元 仁和縣尹 趙克明（子） 倉大使

趙汸（孫） 儒士

⑦ 程隆 休寧縣尉 出貲降元 不詳 程忠甫（子） 休寧縣永盈庫副大使

程清甫（子） 建康路玄妙觀提舉

程峴（孫） 經營家產

⑧ 汪元龍 徽州路治中 歸附 浙東道巡鹽
御史

汪松壽（子） 紹慶路儒學教授

汪思禮（孫） 行諸路金玉府副總管

⑨ 汪元圭 婺源縣尹 歸附 饒州路治中 汪良臣（子） 廣東肅政廉訪司監察
御史

汪良垕（子） 嘉興路治中

資料來源：①《新安文獻志》（以下簡稱《文獻志》），卷八八，陳宜孫：〈學賓菊存鄭公（天麟）

墓誌銘〉，頁八上至九上；卷九二上，危素：〈元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司經歷贈嘉議大夫中書

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滎陽郡侯鄭公（紹）墓誌銘〉，頁一九上至二一下；卷九五下，程文：

〈序鄭彥昭潛集〉，頁一一下；卷九五下，方孝孺：〈送河南參政鄭公序〉，頁一二下；鄭潛：

《樗庵類稿》，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清四庫館臣：〈《樗庵類稿》提要〉。② 鄭玉：《師山

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七〈故慈湖巡檢洪府君墓誌銘〉，頁一四上；《文獻志》，

卷八九，程文：〈洪府君（味卿）墓誌銘〉，頁一○上。③《文獻志》，卷八五，虞集：〈元故奉

訓大夫江淮等處財賦都總管府副總管鄭侯（昭祖）墓誌銘〉，頁一八上至下；王禕：《王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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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毅56

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二四〈鄭府君墓誌銘〉，頁二二上。④《文獻志》，卷

八六，程文：〈貞白先生鄭公（千齡）行狀〉，頁一二下；《師山集》，卷八〈先府君休寧縣尹方

村阡表〉，頁二下。⑤《文獻志》，卷八五，曹涇：〈從仕郎揚州路通州判官弗齋先生陳公（宜

孫）行狀〉，頁二一上至二三上。⑥《文獻志》，〈先賢事略上〉，頁三三上、四三上。⑦干文

傳：〈進義副尉徽州路休寧縣尉程君（隆）墓表〉，頁三七下至三八上。⑧彭澤（修）、汪舜民

（纂）：《徽州府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影印明弘治刻本（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81

年），卷四〈職制〉，頁二六上；《文獻志》，卷八五，洪焱祖：〈徽州路治中汪公（元龍）傳〉，

頁二四上；〈先賢事略上〉，頁三二下至三三上；卷八五，方回：〈饒州路治中汪公（元圭）墓

誌銘〉，頁二六上；干文傳：〈進義副尉徽州路休寧縣尉程君（隆）墓表〉，頁三八上；《文獻

志》，卷八八，管瑾：〈見山居士程君（峴）墓誌銘〉，頁三四下至三五下。⑨方回：〈饒州路治

中汪公（元圭）墓誌銘〉，頁二六下至二八下；洪焱祖：〈徽州路治中汪公（元龍）傳〉，頁二四

上；程鉅夫：《雪樓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一三〈婺源山萬壽靈順五菩薩廟記〉，

頁一八下。

趙汸對家世的自述大體上也與以上信息吻合。趙家在壬辰之亂以前，「當其
盛時，貲產擅一鄉，家學以儒名，在官為命士」，18 在當地頗有聲望。其祖父趙象
元獲任縣丞之後，隨「遷婺源丞，改授信州司獄，以疾辭。既而朝京，授杭州仁和
令」。19 其父趙克明，雖然行狀不詳，但是趙汸在祭祀時稱之為「倉使府君」，應該是
在地方上擔任過倉官之類的錢穀官。

趙汸的姻親狀況也可以視為對趙家在當地聲望的旁證。趙汸有「女二人，……
次適蘇旼」。20 據始刊於明成化二年（1466）的《新安蘇氏族譜》，21 蘇旼（?–1382）出
自休寧城南蘇氏，祖父蘇祥（1280–1362）在元末以鄉豪知名，「有豪氣，膂力過
人。……有田十數頃，積穀累萬。饑歲平糶，貧者賑之，鄉人稱惠。……里有某屈
於訟，直造府縣辯而釋之」。22 是個頗有勢力的商人家族。

此外，趙汸少年時還曾以資質優異的姻戚子弟身份，求學於休寧富商吳奫
（1296–1363）的家塾。「姻戚俊茂若趙方〔汸〕子常、鄭潛彥昭，〔奫〕皆招置家塾，飲

18 《東山存稿》，卷五〈東山寓舍安神主祝文〉，頁四八下至四九上。
19 詹烜：〈東山趙先生汸行狀〉，頁二下。
20 同上注，頁七上。
21 趙汸與蘇家的聯姻關係亦載於該譜，見蘇大：《新安蘇氏族譜》，《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早期

稀見家譜叢刊》影印清乾隆元年（1736）刻本（北京：線裝書局，2002年），卷六，頁五下；
卷一一，頁二下。

22 《新安蘇氏族譜》，卷六，頁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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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易代之際儒士的政治選擇 57

食訓督，無異己子」。23 吳奫長趙汸二十三歲，當為趙汸父執輩，所以這裏所說的「姻
戚」關係似應發生在趙汸父祖輩與吳氏之間。雖然其中具體狀況已不容易探知，但吳
氏家族的情形與表一所列諸家相當接近，24 吳趙聯姻並不讓人感到意外。

吳奫家族先代事蹟不顯，至曾祖吳柔遇 25 始「肄舉子業，以《易經》魁鄉試」，南
宋末獲任「桐城稅監」。入元以後，祖父吳賁龍獲授「太平繁昌縣尹」。到吳奫父親吳
之泰，吳家繼續保持了官宦的身份，吳之泰「蔭授良禾嶺巡徼」，並在此任上「納祿而
歸」。26「巡徼」即「巡檢」， 在元代雖然是掌管地方治安的微官，但官秩九品，與一個
路的儒學教授平級，實際上也不乏權柄。27 且良禾嶺巡檢地處徽州路祁門縣的西陲，
控厄著徽州西向出境通往江北的主要商路，位置頗為重要。這或可以解釋吳家為何
有機會在吳之泰吳奫父子間成功轉變為地方富商。

到了吳奫這代，「承累世培植之厚，田園邸第，幾有一鄉，能以富盛自處」。28

在鄉間的宴饗酬答也頗具排場：「毎值春秋嘉會，……〔奫〕至則肩輿軋軋，僕從導
引，子姓扶掖，延款謁問起居畢，則三肅坐上座，少長凝立，凜弗敢嘩。」29 而其經
營的產業中，米糧貿易似為其一。明人唐文鳳所作吳奫傳記（〈故白雲處士吳公行
述〉）載：「嘗有一里氓，齎父鏹若干緡詣公啟廩，尋失其鏹，涕泣欲無生，公知其
故，遂如所失數予以粟，氓感徳。」30 傳記本意當然在讚美傳主「急公好義」，但既然
普通「里氓」均知攜銀來購糧，則吳奫應當是在經營此項生業，而不是單純地行善
事。實際上，吳奫本人行善之後「戒飭諸子，毎曰：『吾以安遺汝，而不遺汝以危。
汝其慎之。』」正是後代常見的徽州商人對這類「慈善」行為的「商業」解釋。

總之，從地方社會的角度來說，趙汸與鄭玉一樣，身後實際上有著一個世家的
網絡，而這些世家的出現則與元政權頗有關聯。

23 唐元、唐桂芳、唐文鳳：《唐氏三先生集》，《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影印明正德十三
年（1518）張芹刻本（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年），卷二八〈梧岡文稿 • 故白雲處士
吳公行述〉，頁後五上。

24 關於表一中所列人物家族的詳情，可參閱拙文〈理學社會化與元代徽州宗族觀念的興
起〉，《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9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104–7。

25 關於吳奫父、祖、曾祖的名諱，可參考：《唐氏三先生集》，卷二八〈梧岡文稿 • 故處士吳
公伯岡行狀〉，頁七下。

26 《唐氏三先生集》，卷二八〈梧岡文稿 • 故白雲處士吳公行述〉，頁前五下。
27 宋濂等：《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九一〈百官志七〉，頁2318。
28 《唐氏三先生集》，卷二八〈梧岡文稿 • 故白雲處士吳公行述〉，頁後五上。
29 同上注，卷二七〈梧岡文稿 • 跋白雲吳公詩〉，頁一六上。
30 同上注，卷二八〈梧岡文稿 • 故白雲處士吳公行述〉，頁後五下至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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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毅58

錢穆曾對趙汸、唐桂芳（仲實）和鄭玉的出處態度進行過比較，對趙、鄭二人的
表現頗感遺憾，認為唐桂芳（仲實）可以「屈身一出」，為何其他二人不予仿效。31 如
果從人物的社會背景著眼，就會發現其中情況並非如此簡單。

朱 升

明初成功轉變為開國文臣的朱升（1298–1369），其情形即與趙汸頗為不同。朱升居於
歙縣石門，32 年長趙汸二十一歲。趙汸將朱升看成是當時可以與鄭玉並列的兩位鄉
先生之一，認為「吾鄉有二先生焉。其一曰鄭公子美，賢賢樂善，節概甚高。釣於岑
山之陽，耕於師山之北。……其一曰朱公允升。研精六籍，超軼百家，好古博雅，
莫為儔匹。卜居石門，其書五車」。33 趙汸在朱升的《詩經旁注》撰成後曾有贈詩云：

「先生詩教世所慕，聞道書成思服膺。」34 對其學問表示佩服。也曾有長篇通信與朱升
討論《春秋》的「義例」問題，認為自己研究《春秋》的著作，能得到朱升的「掊擊」，
很有幫助。35 而朱升在趙汸去世後也有祭文，稱趙汸「學力不虛其聰明，著述不虛其
學力。其道可以繼先傳後，其業可以見古人於地下」，36 評價甚高。

朱升的行事《明實錄》和《明史》都有記載。《明實錄》所述比較簡單：

升字允升，徽之休寧人。師同郡陳櫟，博洽群書，隱居石門。王師下徽州，
即被召見，數承顧問。及上即位，授今官。至是以老致仕，歸石門，後終於
家。所著有《易》、《詩》、《書》、《周官》、《儀禮》、《禮記》、《四書》、《孝經》、

《小學》旁注、注解，及《書傳補正輯注》傳於世。37

《明史》的記載更詳細一些：

朱升，字允升，休寧人。元末舉鄉薦，為池州學正，講授有法。蘄黃盜起，
棄官隱石門，數避兵逋竄，卒未嘗一日廢學。太祖下徽州，以鄧愈薦，召問
時務。對曰：「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太祖善之。吳元年授侍講學士，

31 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六），頁80–88。
32 朱升原籍休寧回溪，但在數代之前已經移居歙縣南部的石門。見朱升：《朱楓林集》，《四

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萬曆歙邑朱氏刻本（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卷四〈重修本宗
族譜序〉，頁二下至三下。

33 《東山存稿》，卷三〈賀鄭師山先生受詔命書〉，頁四八下。
34 同上注，卷一〈寄朱先生允升〉，頁三二下。
35 同上注，卷三〈與朱楓林先生允升學正書〉，頁四四下。
36 《朱楓林集》，卷八〈祭友趙東山文〉，頁七下至八上。
37 《明太祖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卷四○「洪武二年三月庚

子」， 頁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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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制誥，同修國史，以年老特免朝謁。洪武元年〔1368〕，進翰林學士，定宗
廟時享齋戒之禮。尋命與諸儒修《女誡》，采古賢后妃事可法者編上之。大封
功臣，制詞多升撰，時稱典核。踰年，請老歸。卒年七十二。升自幼力學，
至老不倦，尤邃經學。所作諸經旁注，辭約義精，學者稱楓林先生。38

《明實錄》載「王師下徽州，即被召見，數承顧問」，《明史》載「太祖下徽州，以鄧愈
薦，召問時務」。朱升在「下徽州」之年，即龍鳳三年丁酉，曾與明太祖見面，並曾提
供對策，此事當無疑問，但其中有一個細節值得深究，即朱元璋與朱升「問對」的地
點究竟在何處？這與朱升的出處選擇問題頗有關係。

《明實錄》和《明史》的記載雖然並未確指「問對」之處，但在語意上則頗有提示徽
州當地之意。與此相近的史料亦頗有一些，如高岱《鴻猷錄》載：「〔丁酉〕冬，上率
諸將親征浙東，道徽州，召儒士唐仲實、姚璉等諮訪時政。又聞前學正朱升名，召
問之。」39 談遷《國榷》也載：「吳國公自寧國趨徽州，道問故老耆儒，賜布帛。前
池州學正休寧朱升對曰，『高築牆、多積糧、緩稱王。』吳國公大悅。」40 傅維鱗《明
書》則稱：「丁酉，大明兵入徽，被旨召見。上問之，對曰，『高築牆、廣積糧、緩稱
王。』」41 幾種記載與《明實錄》和《明史》均近似。

明刻《朱楓林集》所載〈學士朱升傳〉則將「問對」的地點進一步坐實為徽州當地。
文中確指，「天兵下徽，上素聞升名，潛就訪之」。42 文集中的〈翼運績略〉更有明太
祖當時「微服從連嶺出石門」登門拜會的詳細情形。43 明萬曆四十四年（1616）當地士
大夫范淶為《朱楓林集》寫序也明確地說：「高皇底定徽郡，大兵下連嶺，出石門，親
臨其室，召問治道。」44 這個說法目前也普遍為學術界所接受。45

不過，史源中其實還有不同的說法。始刊於明弘治時期的《新安文獻志》收錄朱
升之子朱同所寫的〈朱學士升傳〉，其記載即與上述諸說頗有衝突。朱同稱，「丁酉，

38 《明史》，卷一三六〈朱升傳〉，頁3929。
39 高岱：《鴻猷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卷二「延攬群英」條，頁18。
40 談遷：《國榷》（北京：古籍出版社，1958年），卷一「元順帝至正十八年十二月」， 頁282。

談遷載此事年份為至正十八年，有誤，應為至正十七年。
41 傅維鱗：《明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本誠堂刻本，卷

一四三〈朱升傳〉，頁五上。
42 《朱楓林集》，卷九〈學士朱升傳〉，頁一下。
43 同上注，卷九〈翼運績略〉，頁九上至下。
44 同上注，范淶：〈明儒學士朱楓林先生集序〉，頁一下。
45 參見王春瑜：〈論朱升〉，《學術月刊》1980年第9期，頁42；劉尚恆：〈朱升事蹟考〉，《歷

史教學》1981年第5期，頁29；劉尚恆：〈朱升事蹟編年〉，《文獻》1982年第3期，頁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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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毅60

大兵下徽，被旨召見于潛邸，冬辭歸」。46 這裏出現了以上諸多史料均未有的「潛邸」
一詞。所謂「潛邸」，即指朱元璋的行臺駐扎之地集慶（今南京市）。弘治《徽州府志》
的說法與朱同說相同：「丁酉秋，天兵下徽，即被召見，上潛邸，被顧問。」47 按照這
兩種文獻，朱升與明太祖的問對是在當時的準都城南京，而不是在徽州，朱升是應
召而晉見，並非鄉居而被訪。此外，《朱楓林集》中朱升本人的詩詞和書信也頗能與
此印證。

《朱楓林集》中載有〈題柏山齊祈寺和唐子華韻〉一詩，副標題是「丁酉赴召時
作」，詩云：「西風笳鼓東南來，國本應須老手栽。淨洗甲兵過練水，早隨冠冕上雲
臺。傳宣馬繫門前柳，作頌人磨石上苔。機會到時須勇進，天邊莫待羽書催。」48《朱
楓林集》中另有〈賦梅花初月酬汪古義諸公〉一詩，其詩序云：「至正丁酉歲，余由金
陵還山，諸公為賦梅花初月樓詩餞行，作此長歌以答之。」其詩首四句為：「冬至之
後江上春，來車去馬秦淮濱。峨峨鍾山樓觀古，翼翼南國衣冠新。」49 從這兩首詩可
以清楚地看出，朱升是在龍鳳三年丁酉的秋天應召赴南京，冬至返回歙縣石門。因
此《新安文獻志》中所載朱同的傳記比較真實可靠。相比之下《朱楓林集》中的傳記有
明顯的偏差，而《明史》本傳及其他文獻也有不夠清晰之處。

知道了朱升和明太祖問對的地點，就可以進一步了解朱升在元明之際的政治取
向。實際上，從上列的〈題柏山齊祈寺和唐子華韻〉一詩已經可以看出，朱升顯然把
明軍這股新的政治力量的到來看成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認為「機會到時須勇進」，憑
藉著這股力量，自己可以「早隨冠冕上雲臺」。因此，朱升的應召和轉向新朝應是非
常主動的，並沒有絲毫勉強。這其中相當一部份原因，應當在於朱升在元代後期所
處的邊緣地位與其進取無門的狀態。朱升自定的家譜顯示他並沒有甚麼家族淵源，
但他從小接受的教育卻相當完整，十二歲開始即從鄉先生金齋諭遊，50 先後師從休寧
江敏求和陳櫟，51 也曾就讀於婺源胡炳文的明經書院，並在書院課試中獲列第六的優
等，52 中年還曾與趙汸一同拜九江黃澤為師。53 從上文所列趙汸與朱升的交往，也可
以看出朱升的學問造詣在當時已有公論。

46 《新安文獻志》，卷七六，朱同：〈朱學士升傳〉，頁一下。
47 《徽州府志》，卷七〈勳賢〉，頁二四下。
48 《朱楓林集》，卷五〈題柏山齊祈寺和唐子華韻〉，頁一二下至一三上。
49 同上注，卷五〈賦梅花初月酬汪古義諸公〉，頁一上至一下。
50 同上注，卷八〈祭先師金齋諭先生文〉，頁七上。
51 同上注，卷八〈祭先師江敏求先生文〉，頁六上至六下。
52 陳櫟：《定宇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一七〈胡雲峰與先生書 • 又與書〉，頁

一一上。
53 朱同：〈朱學士升傳〉，頁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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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易代之際儒士的政治選擇 61

但在丁酉年之前，朱升大部份的時間都只是塾館的師儒。其《尚書旁注》即在至
正五年（1345）寫成於「里中程氏館」，其《大學》、《中庸》旁注則寫成於自己的家塾，
時間是至正六年。54 實則朱升早在至正四年已經獲取鄉試進士的功名，但這對他改變
身份似乎並沒有幫助。至正八年朱升獲授池州路儒學正，不過真正獲職上任則遲至
至正十年，在任兩年即因淮西亂起而歸鄉。55

在鄉居的四年間，朱升甚至想借助與豪門聯姻來改變狀況。他在至正十六年
（1356）春天給婺源回嶺的汪廷玉治中寫信，希望結成兒女親家。在朱升看來，汪治
中曾經任池州路的判官，而自己也曾任該路的學官，有「同官」之誼。他甚至還表示
已經「扣于忠烈行祠」，得「百二十籤之吉」，因此這個婚事是「神實開之」。朱升希望
這門婚事的成功可以使兒子朱同「薰陶乎高門雍睦之美」。56 雖然這裏所說的汪廷玉
治中究為何人尚不清楚，但是在元代，婺源回嶺曾任治中的汪氏只有元初的汪元
龍、汪元圭兄弟，以及汪元圭之子汪良垕（詳見表一）。元龍、元圭早在大德年間已
逝，因此這個治中汪氏頗有可能即是汪良垕。但無論如何，顯然朱升的這個努力並
沒有成功。而這時距離鄧愈大軍進入徽州不過一年而已。從這個背景來看，朱升最
後的政治取向並不顯得突兀。

唐桂芳

徽州郡城唐桂芳（1308–1381）「字仲寔，學者稱白雲先生」，57 年齡小於朱升而長於趙
汸，58 家世、境況和最終出處都與二人有所不同。

唐桂芳因為在龍鳳四年年底曾和朱元璋有過問對而知名。《明實錄》載：「上自宣
至徽，召故老耆儒訪以民事。有儒士唐仲實、姚璉者來見。」唐桂芳向朱元璋反映當
時駐軍加築郡城，民甚勞怨，同時賦役的負擔也過重。對於加築郡城，朱元璋當即令
鄧愈停止；而對於賦役過重，則認為雖然這是實際情況，但是在戰爭期間，「積少而
費多，取給於民，甚非得已」。59停止築城事在弘治《徽州府志》中有清楚的記載，徽
州府城在「丁酉年七月國朝平定」之後，由「總兵官鄧愈加築，周圍計一千一百三十四

54 《朱楓林集》，卷三〈大學中庸旁注序〉，頁二下。
55 朱同：〈朱學士升傳〉，頁二下。
56 《朱楓林集》，卷七〈通回嶺汪廷玉治中書（九月九日辛卯）〉，頁一一上至一二上。
57 《新安文獻志》，卷八九，鍾亮：〈南雄路儒學正白雲先生唐公（桂芳）行狀〉，頁二○下。
58 關於唐桂芳的生卒年問題可參見陳定騫：〈關於《鮮于必仁生活時代考》的一點補正〉，《文

學遺產》1995年第4期，頁115；司馬周：〈唐桂芳生卒年補正〉，《江海學刊》2002年第4
期，頁161。

59 《明太祖實錄》，卷六「戊戌十二月庚辰」， 頁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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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毅62

丈有奇，以地勢有高下險易，故高厚不等」；而其他五縣則「國朝城廢」，只有四門而
沒有城。60 由此可見，「罷築」的命令應當是得到了執行。這也顯示唐桂芳以耆儒的
身份而有「勸諫」的實際效果。事實上，此後的二十年間，唐桂芳也正是這樣一個鄉
居待訪並不時進言的地方耆儒。

唐桂芳出生於徽州郡城的學官家庭。祖父唐虞，本姓李，婺源嚴田人，「出繼郡
城唐百六」，改唐姓。61 父親唐元（1269–1349），在元代四次參加科舉均失敗，最後
因薦舉而在五十八歲時獲授「平江路儒學錄，再調分水縣儒學教諭，升南軒書院山
長」，以徽州路儒學教授的虛銜致仕。62 唐桂芳少年勤學，「穎悟絕人，每篝燈夜讀，
吾伊之聲達旦，雖隆寒盛暑疾疢，不為之輟」，唐元「期待之甚」。但是弱冠之後，唐
桂芳「貢於有司，不利」。於是「客金陵」，先後獲任書院和縣學中的雜職，「聘明道書
院司訓，再聘司訓於昇庠」。後又在金陵一帶顯宦的家塾中任師儒，最終獲得正式薦
舉的機會，「擢建寧路崇安縣教諭」。任滿，再受薦舉，「選銓南雄路儒學正」。未
仕，因父親唐元去世而丁憂歸鄉。兩年之後，淮西亂起，唐桂芳就此不出，鄉居在
郡城西郊的槐塘。洪武元年之後唐桂芳移居郡城，洪武七年（1374）目盲，居於烏聊
山麓，仍「訓子授徒」，以至於終。63

從唐元開始，唐家即長於詩文。唐元《筠軒集》中詩詞居大半，唐元的〈筠軒記〉
也說，「吾家居烏聊山麓四世」，「以儒見稱」，雖然「室陋甚猥」，最大的樂趣就是「亟
呼兩兒，相與背誦聖賢之書，若鼓琴然。彼扣則此鳴，若撞鐘然。機鋒所值，頗解
人意。 如昔人負暄食芹， 自以為至美， 但未知他人以為何如也」。64 至正九年

（1349），唐桂芳「歸自南閩」，安家槐塘，先築「延熏軒」，65 後更名為「三峰精舍」。66

用以表明父親、長兄與自己都長於文學，形同居屋之前所面對的「三峰」，同時也勉
勵二子文虎、文鳳篤志於學，也能與自己一同形成新的「三峰」。唐桂芳晚年與二子
詩賦唱和云：「傳家無長物，到老得詩窮。」67 又云：「平生苦詩癖，為撚數莖須。」68

唐桂芳次子唐文鳳也曾在洪武十二年（1379）回憶自己和父親以及長兄唐文虎在洪武

60 《徽州府志》，卷二〈城池〉，頁三九上至四○下。
61 唐元：《筠軒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九〈李氏族譜序〉，頁二四下。
62 《新安文獻志》，卷九五下，杜本：〈徽州路儒學教授唐公（元）墓誌銘〉，頁二上。
63 鍾亮：〈南雄路儒學正白雲先生唐公（桂芳）行狀〉，頁二二上至二四上。
64 《筠軒集》，卷一○〈筠軒記〉，頁二四上。
65 唐桂芳：《白雲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六〈延熏軒記〉，頁五下。
66 同上注，卷六〈三峰精舍記〉，頁七上。
67 同上注，卷三〈偶題示虎、鳳二稚〉，頁二下。
68 同上注，卷三〈示文虎〉，頁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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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相與聯句的愉快情形：「是夕……父母在堂，五兄弟次坐，家嚴首倡二句，相與
聯詩，以紀家庭一時聚樂之情。」69 唐桂芳性喜詩文的特點，和趙汸一心以理學治經
學的趣味頗為不同，與朱升一意進取、著意事功的姿態也有很大的差別。

據唐文鳳所述，唐桂芳任教崇安之時，與當時福建的「寓公諸老」頗有交往，與
「左丞烏古孫良禛干卿、侍講杜本清碧、秘書彭炳元亮朝夕遊從，相與議論古今盛
衰、人物賢否、政治得失」，70 交遊甚為廣闊。鄉居槐塘將近二十年，唐桂芳與歙縣
西郊的豪族鮑氏也交往頻密。唐桂芳曾經為棠樾鮑浚之母寫〈鮑母江旌節歌〉，讚美

「棠川風俗美」，不僅忠孝傳家，而且「篤行傳閨門」。71 也曾為鮑浚之從兄鮑深的耕
讀堂寫贊辭，認為鮑深「天性高朗，耕而且讀」，兩者都可以兼顧。72 唐家與歙西的
另一個豪族槐塘程氏關係更加緊密。唐桂芳之父唐元就曾教養程氏子弟，「以高年耆
德，講道故相家」。73 這裏的「故相」指南宋末年出身歙縣槐塘的丞相程元鳳（1200–
1271）。唐元為程元鳳孫程鼎寫〈倚山書院辭〉，稱頌程鼎之父有「嘉遯之志」。74 唐桂
芳則在〈槐塘釣叟頌〉中稱讚程鼎本人「讀書汪洋氾濫」，「文章清新奇崛」。75 與棠樾
鮑氏和槐塘程氏的密切關係，顯示唐桂芳並不置身於元代以來形成的徽州豪強世家
的網絡之外。

上述幾個方面都成為影響唐桂芳政治取向的因素。從龍鳳四年徽州入明到晚年
目盲，唐桂芳正式擔任的官職只是紫陽書院山長，時間也極短。實際上，從職官來
說，這是一個過渡時期的特殊安排，在明朝開國之後並不存在書院山長的職銜。

明人鍾亮為唐桂芳所作〈行狀〉稱其在受召問對之後，「退居槐塘上，……居無
何，駙馬都尉王公克恭、太守魏公均祥，俾攝紫陽書院山長」。而且紫陽書院本身也
由「先生興創」，「先是書院在南門外，毀于兵燹」，此時「先生謀度地移建于東關縣學
旁」。76 此處所述雖都有其事，但其中的細節卻值得推敲。

關於龍鳳六年至七年郡城紫陽書院的重建，有四種文獻記述：（一）龍鳳八年
（1362）唐桂芳〈紫陽書院開講序〉自述，「龍鳳六年庚子冬，僉憲黃公行部。予始圖
移建東門外，於是知府魏公均祥，縣丞胡君子微，以翼以輔，以會於有成」；77（二）

69 唐文鳳：《梧岡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四〈聯句〉，頁二一上。
70 同上注，卷六〈文會堂記〉，頁五下。引文中蒙古人名並據明刻《唐氏三先生集》校正。見

《唐氏三先生集》，卷二六，頁四下。
71 《白雲集》，卷二〈鮑母江旌節歌〉，頁七上。
72 同上注，卷四〈耕讀堂辭並引〉，頁二一上。
73 《梧岡集》，卷七〈跋白雲吳公詩〉，頁一九下。
74 《筠軒集》，卷一二〈倚山書院辭〉，頁一上。
75 《白雲集》，卷七〈槐塘釣叟頌〉，頁二○上。
76 鍾亮：〈南雄路儒學正白雲先生唐公（桂芳）行狀〉，頁二三上至二三下。
77 《白雲集》，卷五〈紫陽書院開講序〉，頁一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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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毅64

唐桂芳友人陳浩在〈重修紫陽書院記〉中記述，「徽士唐桂芳請於部使者黃公庭桂，卜
地東門，適走里豪，鳩材僦工，凡六閱月而成殿三楹，兩廡三門，衣冠肖像，煥然
可觀。主者郡守魏珍，董役者縣丞胡拱辰，贊助則前山長張璉也」；78（三）吳元年紫
陽書院第二次重修時，唐桂芳應邀寫〈重修紫陽書院記〉。他回顧龍鳳六年的興建情
形稱，「庚子，部使者黃公庭桂契卜東關，鳩材就工，閱六月成。協謀：知府魏珍，
歙縣丞胡拱辰。董役，則張珽、唐仲也」；79（四）與這些說法相對照的還有唐桂芳
在龍鳳七年所寫的〈題胡子微重建紫陽書院詩卷〉，詩云：「庚子冬十月，部使涪翁
孫，興創顓己任，嘖嘖極口論。」又云：「胡君貳巖邑，……奇勳著精舍，兩廡翼高
垣。……我老功不與，長揖三槐村。」80

四種說法，除了第三種之外，內容大體一致，即紫陽書院的重建唐桂芳有倡建
之功，而沒有實際之勞。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老功不與，長揖三槐村」一說。
這顯示唐桂芳不僅沒有實際參與重建紫陽書院，而且當時還並不在郡城而在槐塘鄉
里。這與唐桂芳所寫的〈黃憲僉槐塘倡酬詩序〉是吻合的。龍鳳六年冬十月，按察司
僉事黃德芳到達徽州，年底即到槐塘一帶訪問，「自臨溪門，出上靈山，過稠墅，憇
於槐塘之陰」，並「賦七言近體」，與當地故老有唱和之詞。當時唐桂芳「退老槐塘，
適睹茲事，從而敘之，諸君歌詠，又從而和之」。不僅眼見其事，而且參與其中。這
篇序寫於「庚子日南至」， 81 也就是龍鳳六年的冬至。這即是說龍鳳六年年底唐桂芳已
經「退老」槐塘，因此第二年六個月的重修紫陽書院之功唐桂芳沒有「與於其中」，並
不讓人奇怪。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紫陽書院的修建在當時並非孤立之事，與之密切相關的是
徽州府（時稱興安府）府學的興建。其主導者也是按察司僉事黃德芳，時間也是在龍
鳳七年（1361）。82 在新收納地區興建府州縣學，是明初非常重要的文化政策。83 有理
由相信，按察司僉事黃德芳龍鳳七年在徽州主持興建紫陽書院，可能只是他重建徽
州府府學活動的一個部份。如果說唐桂芳曾經有過「興創」的倡議的話，那正是符合
了此時的趨勢。

與唐桂芳相關的第二個問題是他受命於「駙馬都尉王公克恭、太守魏公均祥」任
職紫陽書院山長的情形。唐桂芳曾有〈送程憲僉序〉一文，稱龍鳳七年按察司僉事程

78 戴銑：《朱子實紀》，《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正德八年（1513）鮑雄刻本，卷一一，陳
浩：〈重修紫陽書院記〉，頁七五下。

79 《白雲集》，卷六〈重修紫陽書院記〉，頁一七下。
80 同上注，卷一〈題胡子微重建紫陽書院詩卷〉，頁一三上。
81 《白雲集》，卷五〈黃憲僉槐塘倡酬詩序〉，頁七下至八下。
82 同上注，卷六〈重修興安府孔子廟記〉，頁一下。
83 朱鴻林：〈明太祖的孔子崇拜》，《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0本第2分（1999

年），頁495–503。

《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o. 51 - July 2010

© 香港中文大學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元明易代之際儒士的政治選擇 65

嘉貞「行郡興安」，「謁夫子廟，過紫陽精舍」，而當時自己「方以紫陽祠吏告老」。84

這意味著最晚在龍鳳七年底，唐桂芳已經卸去紫陽書院山長之任，而王克恭來任徽
州知府正在龍鳳七年冬，85 因此王克恭並無任命唐桂芳的可能。〈行狀〉在這一點上
有誤。而且從任職時間上來看，在龍鳳六年冬唐桂芳還退老於槐塘，而第二年底已
經從山長職上卸任，也可見其任期之短。吳元年丁未，當任徽州知府胡善主持重修
紫陽書院，欲請唐桂芳再任山長，「命耆老仇榮輔齎府檄就隱所，委職祠吏」。但是
唐桂芳沒有接受，「明日，躬詣黃堂，辭謝不報」。86 由此看來，唐桂芳在入明之後的
正式任職其實微不足道。

不過唐桂芳在鄉居時，仍然活躍於郡中的文事，不僅在晚年受邀到紫陽書院講
學，87 而且兩次重修紫陽書院唐桂芳都撰有文章，後一次書院重修在洪武十二年，88

當時唐桂芳已經是年高的盲翁。早在龍鳳七年，唐桂芳即對行郡的按察司僉事程嘉
貞說，雖然府學和書院精舍都已經修建，但是「學校之興」，如果「書聲不聞」，則是

「虛文耳」。89 對於文教的關注，成為唐桂芳接受新朝，並進而確定自己政治取向的一
個途徑。

結 論

元明之際知名的地方儒士趙汸、朱升和唐桂芳前後同時，入明之後卻有各自不同的
政治選擇。趙汸因為元代傳承而來的豪強家族背景，加之對於《春秋》義理的精深研
習，使得他抱有忠於前朝的濃厚遺民心態。在入明的十二年間，有近一半的時間隱
居避世，而參修《元史》則成為他在臨終前以「山林隱逸」的身份與明朝的唯一一次合
作。朱升以學識廣博在元末的徽州享有廣泛的聲譽，且擁有鄉試進士的科舉功名，
但同時因為在元朝毫無「根腳」而仕進無門，這促使他在明軍入徽之初立即轉向，成
為新朝的開國文臣。唐桂芳父子兩代都因薦舉而在元朝入仕，雖然官階低微但交遊
廣闊，與徽州的豪強世家也關係良好。這雖不足以使唐桂芳產生遺民心態，但足以
使他與新朝保持一定的距離。不過，唐桂芳也並非執著於理學的人物，對於出處問
題他有更為靈活的態度。同時因為濃厚的文人習性，使得他也容易通過文字酬答和
書院任教的方式介入地方事務，從而建立與新朝的良好關係。這些地方儒士不同的
政治取向，是各人觀念與性格的體現，但也反映了他們各自不同的社會身份。

84 《白雲集》，卷五〈送程憲僉序〉，頁九上。
85 同上注，卷五〈紫陽書院開講序〉，頁二○上。
86 同上注，卷六〈重修紫陽書院記〉，頁一七下。
87 鍾亮：〈南雄路儒學正白雲先生唐公（桂芳）行狀〉，頁二四上。
88 《白雲集》，卷六〈重修紫陽書院記〉，頁一七下至一九上。
89 同上注，卷五〈送程憲僉序〉，頁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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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ucian Scholars’ Political Choices in the 
Yuan-Ming Transition Period: A Comparative Study 

of Zhao Pang, Zhu Sheng, and Tang Guifang

(A Summary)

Zhang Yi

This paper scrutinizes the different political choices of three eminent Confucian scholars, 
Zhao Pang, Zhu Sheng, and Tang Guifang, in Huizhou prefecture in the Yuan-Ming 
transition period. Zhao Pang, whose family lay in the network of local gentries whose 
power originated from their corporation with the Mongol rulers in the late thirteenth 
century, kept his loyalty to the Yuan dynasty and refused the invitation to serve the new 
court. An erudite scholar with a high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degree, Zhu Sheng was 
disappointed that he had no chance to ascend a higher official position in late Yuan times 
because of his humble family background and so he joined Zhu Yuanzhang’s government 
to be one of his meritorious officials. Tang Guifang, coming from a poet-literati family, 
paid more attention to literary writing and had the more plastic attitude of political loyalty 
whatever to the Yuan or Ming’s rulers. The present essay proposes that the Confucian 
scholars’ social milieu in the Yuan-Ming transition period shaped strongly their identities 
and made eventually their political choices divergent even though they had similar 
intellectual surroundings of Neo-Confucianism.

關鍵詞：趙汸  朱升  唐桂芳  社會身份  政治選擇

Keywords: Zhao Pang, Zhu Sheng, Tang Guifang, social status, political cho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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